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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围绕气候政策是否促进了出口低碳升级这一主题进行实证研究,利用中国省区面板数据,从全要

素维度测算出口低碳技术含量,并基于市场和制度因素考察政策有效性.研究发现:首先,不同气候政策对出口

低碳技术含量产生差异性的影响效果,节能目标政策能够提升出口低碳技术含量,排污费和碳市场均未产生激

励作用,新能源补贴这一鼓励性规制具有积极的升级效果.其次,从气候政策的创新作用渠道来看,节能目标和

新能源补贴显著推动了低碳技术创新,另外两种限制性政策未能诱发“创新补偿效应”.再次,由于产业分布的

差异,规制措施在中西部地区产生更为显著的作用.随着地区市场国有化程度增加,政策的升级效果将会增强,

而随着地区财政分权程度提高,政策的升级效果将会减弱.最后,本文在完善市场机制、依法加强规制强度以及

提高政策执行效果等方面给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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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伴随日趋深入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二氧化碳等气体的排放量不断增多,导致生态环

境和气候恶化,严重束缚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以高能效和低排放为核心特征的发展

模式———低碳经济,不仅是全球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更是中国占据世界新

一轮贸易竞争制高点的关键.特别是“中国制造”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特殊”现象,其
出口竞争优势可归结为国内劳动力的低成本和化石能源的高消耗,而不依赖于技术创新[１].显然,这
种外延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与当今低碳经济的发展潮流相违背,亟待加以改变.

转换高碳发展轨道、促进贸易低碳转型升级,不仅是当前“中国新改革”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之

一,而且是中国践行新发展理念的战略要求.诚然,出口贸易转型升级不仅仅局限在简单的静态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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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上,如从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转变等,更多应体现在出口技术复杂度(export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这一更为重要的出口技术含量属性上[２][３].与此同时,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贸易保

护主义和贸易摩擦的加剧,使得中国必须加快实现贸易转型升级.
纵观现有文献,直接讨论气候政策与出口低碳技术含量的文献较为缺乏.其中,与本文相关的代

表性理论假说主要有两个:一是“污染避难所假说”,该假说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加重出口企业的生

产成本,降低企业国际竞争力,甚至促使企业转移到规制强度更低的地区去.一些学者基于不同模型

分析框架(如I－O、H－O－V模型等),发现高标准的环境规制会削弱一国相关产业的比较优势,影
响国际竞争力,损害出口贸易[４].然而,一些学者考虑到传统的出口规模、比较优势等指标无法真实

地反映出口竞争力,于是从产品质量、技术复杂度等角度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出口升级的影响[５].从本

质上讲,环境规制的出口经济效应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单一规制指标难以反映出异质性,故有必

要对环境规制进行政策分类,以便更加科学、全面地探究不同政策的出口经济效应[６].二是“波特假

说”,该假说认为环境规制能够激励企业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引发技术革新,诱发企业的“创新补偿效

应”,最终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７][８].有效的环境规制将对企业产生减排约束,形成污染

排放的影子价格,有助于激发环境技术创新,是一种必要的政府干预[９].现在越来越多的文献在对单

项政策进行评估时,大多采用DID或准自然实验的方法,该方法可以更好地识别政策与技术创新之

间的因果关系,但该效应的大小和显著性也依研究对象而有所差异[１０][１１].也有部分文献从不同政策

的特征出发,如命令控制机制(commandandcontrolregime)和市场机制(market－basedregime),评
估和比较政策的异质性创新效果[１２].

相比上述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在以往的实证研究中,异质性气候政

策本身往往很少被量化并统一引入模型进行分析,本文主要考察四种政策:排污费、节能目标、新能源

补贴和碳市场,弥补以往研究只考虑单一规制效应而相对忽略异质性效应这一缺陷;第二,区别于一

般文献只考虑用出口技术复杂度来体现出口技术含量属性,缺乏“绿色”或“低碳”内涵,本文基于松弛

的测度模型(slack－basedmeasure,SBM)测算出口低碳技术含量,以此精确地反映中国出口低碳升

级的动态变迁过程;第三,现有文献未考虑市场和制度因素对气候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本文在对出口

低碳技术含量影响程度进行基准分析的基础上,引入地区市场和制度因素,进一步考察气候政策的有

效性,使研究更切合实际.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参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等文件,本文主要考察

工业层面的四种气候政策:排污费、节能目标、新能源补贴和碳市场.从实施规制的方式看,节能目标

政策属于命令控制机制,另外三种属于市场机制;新能源补贴属于鼓励性政策,而另外三种属于限制

性政策.不同政策提升出口低碳技术含量的有效性如何? 我们从两个层次进行分析:
(一)气候政策对出口低碳技术含量的影响效应分析

理论上讲,采取市场机制能解决资源配置无效率问题,更大程度地节约成本,提高生产率水平和

国际竞争力,是引导出口产业低碳发展的最佳选择.然而,首先,中国气候或环境治理一直带有计划

经济色彩,采取了较多强制性的行政措施,即“行政命令有余,市场手段不足”.排污费、碳市场等限制

性政策并非属于完全意义上的市场机制,其本身存在成本约束有限、政府干预较多、价格信号失真等

问题,难以有效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往往只能起到短期激励效果,影响程度也比较有限.其次,低规制

强度政策很可能挤占企业技术创新投资,使得“成本效应”占主导地位,不利于出口产业低碳升级[１３].
而高规制强度政策能够使“创新补偿效应”有效抵消“遵循成本”带来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深化产业分

工,提高出口技术含量.最后,中国高碳出口行业的减排成本较高,绿色或低碳技术投资偏好的调整

成本较高,其对气候规制的“容忍水平”也较高[１４],需要更加严格的政策施加成本约束才能驱动出口

低碳升级.总之,中国的气候政策主要还是依靠行政手段而非市场手段,这是由历史决定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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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必然会采用更多的市场机制来提高政策效率以及提供更多的灵活性.因此,就目前而言,更为严

厉的气候政策通过诱发技术创新可以提高出口低碳技术含量.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不同气候政策会形成差异性的出口低碳升级效果,相对于限制性市场机制,实施“硬约

束”的命令控制机制更能提升出口低碳技术含量.
(二)基于市场和制度因素的气候政策有效性分析

与传统产业政策不同,前瞻性的气候政策更加强调政府的政策工具以及地区的市场和制度因素

对其有效性的影响.具体到中国的市场环境,除了一些公共品行业所形成的自然垄断之外,中国工业

中更为直接的市场表现就是国企特殊化所形成的一些制度性和策略性进入壁垒.不管是命令控制机

制政策,还是市场机制政策,中国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往往扮演主要角色,实际上为经济运行中的“计划

经济”提供了空间,强化了规制措施实施的政策效果.尽管由于缺乏竞争,国企的生产率表现可能不

及非国企,但在履行环境保护、气候治理以及社会责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无疑是中国气候、环保政

策的重要参与主体和政策传导渠道.自从“十一五”以来,中国大多数地区已经将节能减排目标纳入

国企业绩的考核范围,这种机制可增强相关政策的执行效果.
至于中国的制度环境,财政分权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拥有了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剩余索取权”,被

认为是地方政府强烈参与经济活动的重要制度激励[１５].财政分权强化了地方利益的主体地位,弱化

了中央对地方行为的干预和指导.而且,在以“谋利性”为导向的政绩考核体系下,作为气候规制实施

者的地方政府往往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或弹性,这可能导致部分规制措施非完全执行,即选择性

执行,甚至拒绝执行.总之,中国式财政分权和晋升激励,使地方政府气候政策的制定存在着“逐底竞

争”或传染性[１６],其根本目的不在于节能减排或减缓气候变化,而是相互争夺资本等流动性资源,容
易对规制的经济效应产生制约作用.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２:随着地区市场国有化程度增加,政策的低碳升级效果将会改善;而随着地区财政分权程

度提高,政策的低碳升级效果将会弱化.

三、研究设计及数据说明

(一)研究设计

１．异质性气候政策的出口低碳升级效应检验.本文首先建立政策的出口低碳升级效应评估模

型,重点比较命令控制机制与市场机制政策、限制性政策与鼓励性政策对出口低碳技术含量影响的差

异.同时,考虑到政策变量、控制变量与技术含量之间可能存在滞后性和内生性问题,因变量采取下

一期,建立如下面板数据模型:

tetcit＋１＝α０＋α１feeit＋α２targetit＋α３subsidyit＋α４carbonit＋
α５fdiit＋α６hcit＋α７ciit＋ηi＋δt＋ε (１)

式(１)中,i表示省区① ,t表示时间;tetc表示出口低碳技术含量;fee、target、subsidy和carbon分

别表示四种气候政策:排污费、节能目标、新能源补贴和碳市场;fdi、hc和ci分别表示三个控制变量:
外资进入度、人力资本和碳强度;ηi、δt分别代表个体效应和时间非观测效应,ε是随机误差项.

传统贸易增长模式以高耗能、高污染和低附加值为主,而技术创新一直被认为是出口升级的重要

手段和驱动力[１７].下一步,本文接着分析气候政策的技术创新效应,以探析出口升级效应的创新作

用机制.参考 Nicolli和 Vona的研究,建立技术创新的诱发因素(包括知识存量、政策和市场)回归

模型[１８]:

patentit＋１＝β０＋β１stockit＋β２feeit＋β３targetit＋β４subsidyit＋β５carbonit＋

β６stateit＋β７verticalit＋β８concenit＋ηi＋δt＋ε (２)
式(２)中,patent表示低碳技术专利数量;stock表示技术知识存量,以控制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

特征;state、concen和vertical分别表示不同市场结构:国有化程度、市场集中度和垂直一体化.

２．基于市场和制度因素的气候政策有效性检验.从理论上说,市场和制度环境对气候政策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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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及实施效果存在一定的调节作用,需要对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加以甄别.鉴于此,本文基于市场和

制度因素分析气候政策的出口升级效应,建立以下模型:

tetcit＋１＝φ０＋φ１climateit＋φ２climateit􀅰Zit＋φ３Xit＋ηi＋δt＋ε (３)
式(３)中,climate表示上述提到的四种气候政策,Z表示市场因素或制度因素,X表示其他控制

变量.根据上文分析,我们分别用国有化程度和财政分权程度作为市场与制度因素的代表性指标.
在具体分析中,一方面,在式(１)中加入气候政策变量与市场或制度变量的交乘项,即式(３);另一方

面,根据市场或制度变量将样本分为高低两组,再进行分组回归.
(二)数据来源和指标处理

１．出口低碳技术含量.借鉴许治和王思卉对技术含量测度指标设计的思路,省区工业出口低碳

技术含量是以该省区行业出口占总出口的份额为权重,对每一行业碳生产率进行加权求和[３].由于

数据可得性问题,参考 HeJie、李锴和齐绍洲的研究,假设省区的行业碳生产率可以表示为省区碳生

产率与基期全国行业碳生产率的乘积,将中国各省区出口低碳技术含量指标写成式(４)[１９][２０]:

tetcit＝∑
３５

j＝１
yjitcjit≈∑

３５

j＝１
(yjitcj０)cit (４)

式(４)中,j表示各出口行业③ ,yjit＝Yjit/Yit为第j个行业出口交货值占整个工业部门的比重,cjit

为相应行业层面的碳生产率,cj０表示基期全国j行业的碳生产率.本文基于SBM 模型和 MalmquistＧ
Luenberger指数,在全要素分析框架下对碳生产率进行测算[２１].所使用的投入产出数据说明如下:
期望产出为以２０００年不变价表示的工业总产值,非期望产出为二氧化碳排放量,劳动投入量为全部

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资本投入为固定资本净值,能源投入指标为终端能源消费量.

２．政策指标.本文的节能目标政策指标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节能目标值(intensity),即
采用各地区“十一五”和“十二五”中每年公布的能源强度下降目标.由于各地节能目标值的大小并不

能完全反映政策管控力度差异,故第二个层面采用节能政策执行强度指标(policy),具体是对各省区

每年颁布的政策措施进行逐年累积计数④ .对于每一项政策,本文根据政策效力,分省级地方性法

规、地方政府规章和地方规范性文件三档进行评分(依次为５、３和１),并以政策效力分数为权重进行

加权得到各省区每年的政策执行强度指标[２２].
由于缺少省级层面的新能源补贴统计数据,本文拟用各省 A 股上市公司补贴数据替代[２３],并以

新能源行业作为关键词在补贴项目明细中进行检索,按省区和年度将属地企业的补贴数据分别加总,
形成省级层面的补贴数据,并定义新能源补贴(subsidy)为补贴存量除以员工人数,即人均补贴存量.
排污费指标用排污费收入与工业总产值之比来衡量,以控制产出规模对排污费的影响.碳市场采用

虚拟变量交互项方式构建,即用碳试点分组的虚拟变量(碳试点省区取１,非碳试点取０)与碳试点政

策的时期虚拟变量(T２０１４)的交乘项(carbon)来表示碳市场政策驱动的净效应,体现双重差分的

思想.

３．低碳技术创新.本文采用低碳发明专利来衡量创新水平,这样做的好处主要在于数据可得性

强[２４][２５].本文结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定义的“绿色技术”和中国«国家重点低碳技术推广目

录»,根据当前低碳技术的总体水平、受关注程度和应用潜力情况,将工业领域低碳技术分为: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技术(能效技术)、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供给技术(可再生)和燃料及原材料替代类技术(替
代类).同时,依据 WIPO给出的«绿色专利清单»(greenpatentsinventory)的国际专利分类(IPC)代
码和 OECD环境技术类别以及相应的联合专利分类(CPC)代码,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专利

数据库中检索各分类每年各省区工业企业的发明专利数.

４．控制变量.外资进入度用“三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

的比重来衡量,以反映外资进入的长期累积效应.人力资本用拥有大学学历人口比重来表示,以体现

劳动者的知识水平.碳强度用工业碳排放与不变价总产值之比来衡量,以反映各地区工业耗能状况.
市场结构的三个指标:国有化程度、市场集中度和垂直一体化,分别用国有资本占比、大中型企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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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和附加值比(价值增值法)来表示.
鉴于相关指标原始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所选用的研究时段为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数据来源于国研网、

国泰安数据库、万方数据(法规)库、中国法律法规网、«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经济

普查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区统计年鉴.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分析

１．基本回归检验.表１报告了异质性气候政策与出口低碳技术含量的回归结果.模型(１)只考

虑了四个气候政策变量:排污费、节能目标(采用节能目标值)、新能源补贴和碳市场.不同气候政策

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排污费显著抑制出口低碳升级,而其他三种政策均能显著提升出口低碳技术含

量.也就是说,当企业面临节能目标和碳减排约束以及获得新能源补贴时,政策能够有效驱动出口向

低碳方向升级.模型(２)在模型(１)的基础上增加了三个控制变量———外资进入度、人力资本和碳强

度,四个政策变量的估计结果未发生明显改变.
为了如实反映各地区政策实施力度,我们更倾向于采用政策执行强度指标(policy).同时,估计

方程还加入政策执行强度和节能目标政策时期虚拟变量(T２００６)的交互项(po２００６＝policy×
T２００６),以考察国家“十一五”以来的节能目标政策是否增强了政策升级效果.模型(３)~(４)的估计

结果显示,交互项(po２００６)的系数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可见,国家实行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节能考

核评价制,是命令控制机制产生积极提升效果的前提和保障.
　表１ 异质性气候政策与出口低碳技术含量

模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变量 tetc tetc tetc tetc tetc tetc tetc
fee －０．１１６∗∗∗ －０．１２８∗∗∗ －０．１５８∗∗∗ －０．１６９∗∗∗ －０．６９２∗∗∗ －０．１６８∗∗∗ －０．１６８∗∗∗

(０．０４０４) (０．０４１８) (０．０４５８) (０．０４６４) (０．１３０) (０．０４６６) (０．０４６４)

intensity ０．０３２４∗ ０．０２９１∗

(０．０１７０) (０．０１６７)

policy －０．００６８１ －０．００４７０ －０．００２２９ －０．００５７０ －０．００４９７
(０．００４４７) (０．００４４７) (０．００４３３) (０．００４６８) (０．００４４８)

po２００６ ０．０１３１∗∗∗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１１８∗∗∗

(０．００３８５) (０．００３８３) (０．００３６５) (０．００３８３)

subsidy ０．００３４０∗∗∗ ０．００３５０∗∗∗ ０．００２１２∗∗ ０．００２１０∗∗ ０．００１３２ ０．００２２７∗∗

(０．０００８９) (０．０００９８) (０．０００９４１) (０．００１０４) (０．００１０２) (０．００１０３)

carbon ０．２６１０∗∗ ０．２１４０∗∗ ０．１２２０ ０．０９３８ ０．１１９０ ０．０８１８ ０．０９９０
(０．１０２) (０．１０７) (０．１３５) (０．１３８) (０．１２８) (０．１４２) (０．１３７)

fee２ ０．１２４０∗∗∗

(０．０２９０)

po１１th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０３７９)

po１２th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０４１４)

sub１１th ０．００１０６
(０．０００８５)

sub１２th ０．００３７１∗∗

(０．００１６２)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Yes Yes Yes
样本 ４２０ ４２０ ４２０ ４２０ ４２０ ４２０ ４２０

R２ ０．９５５ ０．９５６ ０．９６０ ０．９６１ ０．９６３ ０．９６１ ０．９６１

　　注:估计模型均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限于篇幅,只报告了主要变量的估计结果;回归系数括号里的数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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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来说,节能目标政策侧重于强制性规制或“硬约束”,即通过严格的生产标准规范企业的节能

选择行为.强制性规制通过限制高碳出口企业的市场进入,加快淘汰落后高碳产能,规定和推广节能

低碳技术及应用等路径,从而提升出口低碳技术含量.相比之下,在表１模型(３)和(４)中另外两种限

制性政策———排污费和碳市场———均未对出口低碳技术含量产生有效的激励作用.究其原因,这两

种基于市场的价格型和数量型政策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比如成本约束有限、规制体系不健全、政府

干预较多等,由此所形成的内在匮乏的节能减排动力和压力,显然很难发挥市场机制的“完美”功
效[２６].也就是说,低碳技术含量与规制强度正相关,较强的规制水平可能更有利于限制性政策作用

的发挥.此外,作为新能源产业政策的核心工具,政府扶持有助于提升出口低碳技术含量.鼓励性政

策补贴能够缓解新能源企业研发投入不足,降低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从而促进企业技术发展.
模型(５)~(７)进一步对气候政策变量展开分析:模型(５)考虑排污费与出口低碳技术含量可能存

在非线性关系,将其平方项加入方程.实证结果显示排污费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均显著,但数据样本显

示中国各省区排污费指标均未越过其拐点.模型(６)将节能目标政策时期虚拟变量(T２００６)设置成

“十一五”和“十二五”两个时期虚拟变量(属于该时期取１,不属于取０),并加上政策执行强度与两个

五年规划时期虚拟变量的交互项(po１１th和po１２th).结果显示,相对于“十五”时期,“十一五”和“十
二五”时期节能目标政策执行强度均在１％水平上显著促进出口低碳技术含量增加,其影响系数分别

为０．０１１４和０．０１２７.模型(７)加入新能源补贴与两个五年规划时期虚拟变量的交互项(sub１１th和

sub１２th),结果显示相对于“十五”时期,“十二五”时期新能源补贴政策的效果更为显著,影响系数为

０．００３７１.

２．创新作用机制检验.提升出口低碳技术含量的关键机制为本土企业技术变革所带来的低碳

创新发展.基于此,表２报告了异质性气候政策与低碳技术创新的回归结果.表２中模型(１)的被解

释变量为总体低碳技术专利(patent),其回归结果显示四个气候政策变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排污费的系数显著为负,碳市场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说明这两种限制性政策措施未能诱发“创新补偿

效应”.不同于排污费和碳市场工具,节能目标交互项(po２００６)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节能目标政策

对低碳技术创新产生了积极的诱发效果.也就是说,当企业面临严格的“硬约束”时,节能目标政策更

能诱发企业从事专门的低碳技术创新.新能源补贴政策虽说在中国引发了诸多问题,如盲目跟风上

马光伏、风电项目,信息不对称等,但也的确实现了技术投资效应,促进了低碳创新发展.
　表２ 异质性气候政策与低碳技术创新

模型 (１) (２) (３) (４)
变量 patent patente patentr patents

fee －０．１３７∗∗ －０．１４６∗∗ －０．２７３∗ －０．３１１∗∗∗

(０．０５９８) (０．０６３４) (０．１４７) (０．１１２)

policy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６８∗∗∗ －０．０４１０∗∗∗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４２０) (０．００８９６) (０．００４２６)

po２００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３９∗∗∗ ０．０３１０∗∗∗ ０．０１４０∗∗∗

(０．００３４８) (０．００３４６) (０．００７６７) (０．００３７１)

subsidy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６５∗∗∗ ０．０６２０∗∗ ０．０１３９
(０．０１７４)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３０５) (０．０２１４)

carbon －０．１３１ －０．１７７∗ ０．０００１９６ －０．０１９６
(０．１０８) (０．０９４１) (０．１７７) (０．０９５７)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lnalpha －２．３１６∗∗∗ －２．４０２∗∗∗ －１．５６４∗∗∗ －２．７０９∗∗∗

(０．１１１) (０．１３４) (０．１２２) (０．１６８)

　　注:在过度分散检验基础上,模型均采用更适合估计专利产出的负二项回归方法.

　　同时,要分析上述低碳技术创新的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识别低碳技术领域的主要类别[２７].
在此,我们分别以能效、可再生与替代类技术专利数据为因变量(分别用patente、patentr和patents表

示)再次进行回归分析.模型(２)~(４)基于低碳技术专利分解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及非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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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效应情况下,排污费对能效、可再生、替代类技术创新均存在显著抑制效应,而节能目标政策能显著

推动这三类子领域的技术创新发展.新能源补贴政策在能效、可再生技术方面存在显著诱发效果,但
未能引发替代类技术创新.碳市场只限制了能效技术发展,对其他两类技术创新影响不显著.

从低碳技术专利估计结果来看,虽然一些学者认为排污费征收将在未来的节能减排、污染治理乃

至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２８].但实证结果表明,排污费政策在能源节约、资源综合利

用以及发展清洁能源等领域未产生积极作用.因此,应从污染的源头着手,推动地区治污控制从“末
端治理”向“源头治理”转变,促进本地产业的技术升级.碳市场由于试点时间较短,处于起步阶段,配
额分配体系不够成熟,其治理效果尚未显现.然而从中长期来看,全国碳市场的建立将有助于推动结

构转型,促进低碳技术发展,为中国出口低碳升级提供新的动力[２９].相对于新能源补贴只在能效和

可再生两个技术领域产生积极创新效果,命令控制机制在全部三个技术领域均能诱发正向作用.从

这个角度来看,命令控制机制比市场机制(不管是限制性还是鼓励性市场机制),在低碳技术创新方面

都发挥了更大的推动作用.

３．稳健性检验.本文从解决内生性和变量处理两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气候规制变量

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２９],因而会干扰实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在这四种气候政策中,碳市场试点的

设立由中央决定,可视为外生变量.表３模型(１)将排污费、节能政策执行强度和新能源补贴这三个

变量过去三年的移动平均值进入方程,回归结果显示行政化目标和鼓励性规制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

正.模型(２)~(３)采用工具变量策略进一步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分别选择气候规制的滞后一期

和其他省区的加权平均水平(以省区间的经济距离(即人均实际 GDP差距)的倒数再标准化确定权

重)作为工具变量(IV)[３０].为确保IV 的有效性,本文同时报告 Kleibergen－PaaprkLM 统计量和

WaldF统计量.表３模型(２)~(３)的估计结果表明,如计量经济学理论所预期的一样,IV估计结果

的标准误会增大,但本文关注的主要政策变量的估计系数大小和显著性结论与上文基准回归的结论

基本一致.第二,针对出口低碳升级指标,我们改变行业结构和碳生产率设定方式,看是否会导致估

计结果发生明显的改变.中国出口产品９０％来源于工业制成品,本文将两类政府垄断性行业(采矿

业和电力蒸气热水生产供应业)去掉,重新测算制造业出口低碳技术含量tetcm.表３模型(４)报告

了异质性气候政策对制造业出口低碳技术含量的影响,与表１结果类似,在三种限制性政策中,行政

化目标规制对制造业出口低碳技术含量产生了显著的提升作用.另外,除了基于SBM 模型测度的

全要素碳生产率指标,本文重新测算单要素维度下工业和制造业出口低碳技术含量(单要素碳生产率

直接用单位碳排放的产值来衡量),分别用setc和setcm 表示.从表３模型(５)~(６)的估计结果来

看,一方面,实证分析的结论比较稳健;另一方面,模型(６)的估计系数绝对值更大,说明去掉了垄断性

　表３ 稳健性检验

模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变量 tetc tetc tetc tetcm setc setcm
fee －０．２３８∗∗∗ －０．２４９∗∗∗ －０．２５５∗∗∗ －０．１８４∗∗∗ －０．３１１∗∗∗ －０．３２５∗∗∗

(０．０５０６) (０．０８８７) (０．０８９９) (０．０４２７) (０．０８３７) (０．０７９２)

policy －０．００５７１ －０．００４４８ －０．００４５７ －０．００８０８∗ －０．００１０３ －０．００５２３
(０．００５０１) (０．００４５３) (０．００４４３) (０．００４４５) (０．００６７７) (０．００６７９)

po２００６ ０．０１４３∗∗∗ ０．０１２０∗∗∗ ０．０１３３∗∗∗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０９６７∗ ０．０１３７∗∗

(０．００４１８) (０．００３８５) (０．００４０５) (０．００３８０) (０．００５７７) (０．００５７７)

subsidy ０．００２１７∗∗ ０．００２３７∗∗ ０．００２５９∗∗ ０．００３１１∗∗∗ ０．００３８９∗∗ ０．００５０２∗∗∗

(０．００１０１) (０．００１１２) (０．００１３７) (０．００１０５) (０．００１７５) (０．００１７４)

carbon ０．１０７ ０．０９５２ ０．１２２ ０．１０２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１７２
(０．１４３) (０．１３８) (０．１４８) (０．１３８) (０．２１３) (０．２１４)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KPLM ８．２６８∗∗∗ ９．４８３∗∗∗

KPWaldF １３．５０７∗ １５．２５７∗

　　注:模型(１)对应的政策变量(fee、policy、po２００６和subsidy)为过去三年的移动平均值;KPLM 为 Kleibergen－PaaprkLM 不可
识别检验统计量,KPWaldF为 Kleibergen－PaaprkWaldF弱识别检验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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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后,各规制工具对制造业出口低碳技术含量的驱动作用更强.以上基准模型估计和稳健性检验

的结果表明,本文的假设１成立.
(二)进一步分析

１．区域环境的异质性影响.鉴于中国各区域工业发展的差异性特征,本部分将３０个省区分为

东部和中西部两个区域分别进行考察,以期研究气候政策对出口低碳技术含量影响的区域差异.表

４模型(１)~(４)和(５)~(８)分别给出了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区域对比结果.总体上看,不管是在单

要素和全要素维度,抑或是在工业和制造业层面,限制性措施在中西部地区都有更为显著的效果,而
鼓励性政策在东部地区存在部分显著结果.在“腾笼换鸟”战略下,中西部地区承接了国内外转移的

传统高碳型产业,而东部地区低碳行业出口规模早已超过高碳行业.就作用机制而言,限制性措施的

成本约束效果更容易发生在高碳型行业,鼓励性补贴则对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能源企业影响

更大.因此,产业空间布局的差异可能是引起两类规制在东部与中西部两大区域表现有别的重要

因素.
　表４ 基于传统划分的区域对比结果

区域

模型

变量

中西部地区

(１) (２) (３) (４)

tetc tetcm setc setcm

东部地区

(５) (６) (７) (８)

tetc tetcm setc setcm
fee －０．１５３∗∗∗ －０．１７４∗∗∗ －０．２４３∗∗∗ －０．２６５∗∗∗ －０．１７２ －０．１７７ ０．１２７ ０．１２１

(０．０４１７) (０．０３７９) (０．０６８１) (０．０６４０) (０．１７６) (０．１７６) (０．２２０) (０．２２１)

policy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７７９ －０．０１４３ ０．００６９２∗ ０．００７１９∗∗ ０．０００１５８ ０．０００４６０
(０．００６３０) (０．００６１６) (０．００９３７) (０．００９４６) (０．００３７０) (０．００３６３) (０．００４９２) (０．００４８７)

po２００６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２８５∗∗∗ ０．０２６６∗∗∗ ０．０３２７∗∗∗ ８．７９e－０５ －０．０００１５３ ０．００７３２∗ ０．００７０５∗

(０．００６４９) (０．００６２５) (０．００９７０) (０．００９６０) (０．００２９２) (０．００２８５) (０．００４２０) (０．００４１６)

subsidy ０．０００７６４ ０．００１９９ －０．０００７３１ ０．０００５０４ ０．０３６３ ０．０３７０ ０．０４３２∗ ０．０４４１∗

(０．００１４２) (０．００１４３) (０．００２２３) (０．００２２２) (０．０２７４) (０．０２７３) (０．０２６２) (０．０２６１)

carbon ０．３８４０∗∗∗ ０．４０２０∗∗∗ ０．４０５０∗∗∗ ０．４２５０∗∗∗ －０．０２７４ －０．０３０７ －０．００２８５ －０．００６８７
(０．１２１) (０．１１８) (０．１４８) (０．１５７) (０．１３５) (０．１３３) (０．１１７) (０．１１５)

样本 ２６６ ２６６ ２６６ ２６６ １５４ １５４ １５４ １５４

　　注:按照传统划分方式,本文将３０个省区分成两个区域:东部(１１个省区)和中西部地区(１９个省区).

　　具体来说,在中西部地区,排污费虽然得到显著的估计结果,但作用方向为负,显示排污费政策无

法发挥节能减排的功效,未能推动中西部地区出口低碳升级.执行强度与目标政策时期虚拟变量的

交互项(po２００６)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当２００６年推出节能目标制度之后,该政策对出口低碳技

术含量起到促进作用,体现良好的干预效果.碳市场的系数也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相对于区

域内其他非试点地区,碳试点地区(湖北和重庆)在低碳升级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与中西部地区有

所不同的是,在模型(５)~(８)的估计结果中,限制性规制对东部地区出口低碳技术含量影响甚微.可

见,政策的升级效果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政府应支持限制性政策在具有高碳型特征的中西部地区发

挥碳减排指挥棒的导向引领作用,加速低碳升级.
表５　基于国有化程度考察气候政策有效性(Ⅰ)

区域
模型
变量

全国

(１)
setc

(２)
setcm

feegs １．３６３∗∗∗ １．３８９∗∗∗

(０．１９７) (０．１９８)
pogs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９５) (０．００１８７)
subgs ０．０７２５∗∗ ０．０７０９∗∗

(０．０３０３) (０．０３００)
cargs ０．０６００ ０．０９７６

(０．２９５) (０．２８２)
样本 ４２０ ４２０

２．市场环境的异质性影响.国有化程度是气候

政策有效传导的重要市场条件.为此,本文以国有化

程度指标(用国有资本比重来表示)为基准测算省区平

均值,高于平均值则定义为高国有化程度地区(group
＝０),否则定义为低国有化程度地区(group＝１).在

估计方程(１)中加入政策变量与国有化程度分组虚拟

变量的交互项(以feegs、pogs、subgs和cargs分别代

表排污费、节能目标、新能源补贴和碳市场与国有化程

度分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进行回归,验证国有化程度

对各种气候政策的出口低碳升级效应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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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模型(１)~(２)显示,交互项变量估计系数均为正(只有cargs不显著).这表明,相对而言,
排污费、节能目标和新能源补贴政策对国有化程度更高地区的出口低碳技术含量具有显著的提升作

用.也就是说,市场国有化程度越高,政策越有利于促进出口低碳升级.为了进一步对比分析,我们

按照国有化程度进行分组回归,其结果见表６模型(１)~(６).不管是在国有化程度较高地区还是较

低地区,排污费均明显抑制出口低碳技术含量,但在国有化程度较高地区,其估计系数绝对值明显小

些.“十一五”以后,节能目标和新能源补贴政策在国有化程度较高地区对出口低碳技术含量产生了

积极的促进效应,而新能源补贴在国有化程度较低地区产生了显著抑制作用.
　表６ 基于国有化程度考察气候政策有效性(Ⅱ)

模型
变量

国有化程度较低地区

(１) (２) (３)

tetc setc setcm

国有化程度较高地区

(４) (５) (６)

tetc setc setcm
fee －０．６０７∗∗∗ －１．１０７∗∗∗ －１．０９４∗∗∗ －０．１２８∗∗∗ －０．２２３∗∗∗ －０．２４３∗∗∗

(０．１４１) (０．２５３) (０．２５２) (０．０３８１) (０．０６９５) (０．０６４９)

policy ０．００７１４∗ ０．００７４９ ０．００７３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４１２) (０．００７３３) (０．００７２５) (０．００５６５) (０．００９００) (０．００８６５)

po２００６ －０．０００２０２ ０．００１１５ ０．００１１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２４∗∗∗

(０．００３４６) (０．００６２３) (０．００６１８) (０．００４９９) (０．００８６４) (０．００８１４)

subsidy －０．０４１５∗ －０．０８３∗∗∗ －０．０７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２２４) (０．０３０６) (０．０３０４) (０．００１４６) (０．００２３３) (０．００２３１)

carbon －０．０５７４ －０．０３４７ －０．０３５５ ０．２１８ ０．０４４７ ０．０６２６
(０．１２７) (０．１７６) (０．１７２) (０．１６４) (０．２１４) (０．２０９)

样本 １８２ １８２ １８２ ２３８ ２３８ ２３８

　　结合以上结果,我们认为,气候政策对出口低碳技术含量的促进效果主要是通过国有企业来实现

的.国有化程度越高,气候规制提升低碳技术含量更有效.当然,命令控制政策是现阶段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协调经济增长与应对气候变化关系的主要规制工具,其他政策工具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市

场机制,需要通过大量的行政干预来实现政策效果.其中,国有企业扮演更为重要的社会责任角色.
表７　基于财政分权考察气候政策有效性(Ⅰ)

区域
模型
变量

全国

(１) (２)

setc tetc
feegd －０．１４０ －０．１６４∗∗

(０．２０５) (０．０７３)

pogd －０．０００８８ ０．０００７８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１２)

subgd －０．０９８∗∗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６)

cargd －０．５１０∗ －０．５５８∗∗

(０．２４１) (０．２４６)

样本 ４２０ ４２０

３．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影响.对于制度环境,现
有研究更多以财政自主度来度量财政分权.本文以

预算内财政收入与预算内财政支出之比来进行测

度,并构造财政分权程度分组虚拟变量(高于省区平

均值定义为财政分权程度较高地区,否则定义为财

政分权程度较低地区).为考察财政分权对规制措

施有效性的影响,在估计方程(１)中引入政策变量与

财政分权分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以feegd、pogd、

subgd和cargd分别代表排污费、节能目标、新能源

补贴和碳市场与财政分权程度分组虚拟变量的交互

项),回归结果如表７所示.
表７模型(１)~(２)的结果显示,大多数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相对财政分权程度较低地

区,气候政策对财政分权程度较高地区出口低碳技术含量的促进作用会降低.也就是说,中国式财政

分权下激励扭曲与约束不足会对气候规制的出口低碳升级作用产生消极影响.财政分权自主度越

高,地方政府气候治理让步经济发展的制度空间就越大,从而导致气候政策普遍未完全执行.由于缺

乏激励相容的制度约束,“谋利型”的地方政府鲜有动力去关注气候治理,难免会造成能源浪费、资源

错配以及低碳经济效率低下.表８模型(１)~(６)分区域的回归结果进一步显示,在财政分权程度较

低地区,除了排污费,其他规制均对出口低碳技术含量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而在财政分权程度较高

地区,政策工具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结合以上分析,本文的假设２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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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８ 基于财政分权考察气候政策有效性(Ⅱ)

模型
变量

财政分权较低地区

(１) (２) (３)

setc tetc setcm

财政分权较高地区

(４) (５) (６)

setc tetc setcm
fee －０．３２３∗∗∗ －０．３５３∗∗∗ －０．１７２∗∗∗ －０．４０３∗∗∗ －０．３９３∗∗∗ －０．２２８∗∗∗

(０．０７５３) (０．０７６９) (０．０４５９) (０．１１１) (０．１１２) (０．０６１２)

policy －０．００９９６ －０．０１８３∗∗ －０．０１３６∗∗ ０．００６３１ ０．００９７８ ０．００４８５
(０．００８５６) (０．００８６４) (０．００５９０) (０．００８１７) (０．００７８７) (０．００４６４)

po２００６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３２１∗∗∗ ０．０２２６∗∗∗ ０．００２２３ －０．００１１５ ０．０００５２２
(０．００７７６) (０．００７８３) (０．００５２３) (０．００６９７) (０．００６７５) (０．００３７７)

subsidy ０．００３１５ ０．００４３８∗∗ ０．００２４４∗ ０．００３９３ ０．００９７１ ０．０２０３
(０．００２０２) (０．００２１０) (０．００１３６) (０．０３４６) (０．０３６１) (０．０２００)

carbon ０．４００∗∗∗ ０．３６８∗∗ ０．５１２∗∗∗ ０．１７２ ０．１８１ ０．０４０２
(０．１３９) (０．１４２) (０．１１３) (０．１６７) (０．１７４) (０．１２７)

样本 ２６６ ２６６ ２６６ １５４ １５４ １５４

五、主要结论与评述

面对现实的能源问题和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呼声,我国需要采取合理有效的气候政策促进“中国

制造”向“中国创造”升级,走出高能耗、高排放的出口困境,提高出口低碳竞争力和出口低碳技术含

量.当前,在贸易增速“换档”和碳减排任务依然艰巨的背景下,中国通过转型升级向高质量迈进,迫
切需要为共赢的贸易升级战略寻求新的动力和政策引导.

本文围绕气候政策是否提升了出口低碳技术含量这一主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回归结果表明:(１)
不同政策对出口低碳技术含量产生差异性的影响效果,相对于限制性市场机制政策,实施“硬约束”的
命令控制机制更能提高出口低碳技术含量,鼓励性规制如新能源补贴也会驱动出口低碳升级.从政

策的创新作用渠道来看,实证结果也证实节能目标和新能源补贴政策在低碳技术领域产生了积极促

进创新的效果,另外两种限制性措施未能诱发“创新补偿效应”.(２)由于产业分布的差异,不同类型

的规制措施在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存在明显不同,且在中西部地区发挥了更为

显著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地区市场国有化程度增加,政策的升级效果将会改善;随着地区

财政分权程度提高,政策的升级效果将会弱化.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气候治理方面更多依赖于行政命令控制模式,比如设定自上而下的节能

目标、设立能效标准等.这种强制性手段因其实施效果的可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良性地影响和指导

了中国气候政策的方向,并在实践中对构建气候治理体系和减缓气候变化做出了较大贡献.然而,面
对日益加深的国内气候问题和国际气候谈判压力,中国需要采取更多的灵活性手段,如碳税、用能权

交易、绿证交易等.命令控制机制的过多硬性规定、过高行政成本,难以从根本上形成内在的节能减

排动力,也将最终导致气候政策的低效率.因此,要想实现市场机制措施的积极提升效应,中国还需

要在新一轮改革的浪潮中依法加强规制强度,重视和强化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和创新补偿效应,形成

与之配套的市场和政府内外“双引擎”.同时,应认识到单一政策的低碳升级效果存在局限性,要以直

接管制为主逐渐转变为行政管制、经济手段和“软手段”等多种政策工具综合运用,实现协同与互补.
现阶段,中西部地区“集聚式”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高碳型产业占比较高,政府应适当提高规制

水平,以控制高碳型产业规模并改变技术偏好的方向.东部地区初步形成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

海”三大高新技术产业密集区,是鼓励性规制继续发挥主导作用的“良田”.此外,在坚持市场化改革

方向的背景下,加强政策执行效果不能仅仅依赖于国企规模的扩大或国企垄断地位的上升.提高国

企效率、完善市场化建设以及促进行业竞争将是增强政策传导效应的有力举措.在制度环境方面,中
央政府应着力优化财政分权制度、改革政绩考核体系与奖惩机制,有效限制或弱化地方政府倾向性财

政支出.相应地,地方政府应合理制定用于气候治理投资的财政预算,切实领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４１１



银山”的内涵.

注释:

①本文的省区是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简称,暂不包括中国西藏自治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②在测算技术知识存量时,本文同时考虑了陈腐率(decayrate)和扩散率(diffusionrate),具体测算公式请见Lovely和Popp[３１].
③限于篇幅,不再报告３５个工业行业名称,备索.
④本文参考中国节能规划、各省区节能目标措施等文件,通过万方法律法规数据库对各省区的节能政策进行了搜索和统计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年).在政策搜集和筛选过程中,仅保留涉及具体政策落实的行业标准、行业准入、淘汰落后产能、锅炉(窑炉)改造、余
热余压利用、电机系统节能改造、完善节能标准标识、推广节能技术与产品等措施.

⑤补贴存量用永续盘存法(PIM)来核算,价格指数来自研发支出价格指数,即消费物价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加权平
均值,权重分别为０．５５和０．４５,折旧率取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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